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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闽粤流民 、流寇在向赣南流移 、落居的过程中 ,因其“无籍之民”的社会政治处境




有明一代 ,闽粤籍移民一直是赣南外来移民的主体 ,且主要分布在赣南西部 、南部和东南
部诸县。[ 1] (P17-29)正是这些县 ,后来被罗香林认定为“纯客县” 。[ 2] (P94)因此 ,探讨明代闽
粤籍移民的族群背景及其与当地土著间的族群关系 ,就成为赣南客家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环
节。明代闽粤移民主要表现为流民与流寇。大概自宣德年间以来 ,闽粤流民就不断向赣南流
聚 、“进扰” ,至正德 、嘉靖年间 ,发展为大规模的流寇运动 ,导致赣南地区严重的社会动乱 。前





明初以来 ,闽粤流民在赣南流移 、落居的过程中 ,与当地土著发生了尖锐的族群矛盾和剧
烈的社会冲突。对生活 、生产资源的争夺 ,可以说是移民与土著之间矛盾冲突的基本问题 ,其
主要表现形式为流民占耕里甲税田 ,盗掠牲畜禾稻等财物。万历《重修南安府志》卷三《政事
纪》中 ,对西部上犹等县“ 贼”的盗掠活动有如下记载:“先是(弘治年间),广东 、湖广旱饥 ,二
省流民逋逃至上犹深山安插 ,种山◆旱禾高梁 ,官司未之驱逐 。其后公取近住编民禾麦 ,盗牲
畜。编民亦不之较 ,遂以为易 ,与贼首谢志珊等大肆劫略 ,号曰` 贼' 。”至正德年间 ,这些“
贼”还占耕了大量的里甲税田 。王阳明在《立崇义县治疏》中说:“上犹县崇义 、上保 、雁湖三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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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年多被贼杀戮 ,田地被其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 ,人户间被杀伤 ,田地贼占一半;南康县至坪
一里 ,人户皆居县城 ,田地被贼阻荒。总计贼占田地六里有半。”[ 4] (P350)更有甚者 , “ 贼”往
往流劫乡村 ,虏掠里甲良民 。王阳明在《攻治盗贼二策疏》中 ,述及大庾 、南康 、上犹三县的情
形:“据南安府申大庾县报 ,正德十二年(1517年)四月内 ,被 贼四百余人前来打破下南等寨 ,
劫杀居民 。又据南康县报 , 贼一伙突来龙句保虏劫居民;续被 贼三百余徒突出坊民郭加琼
等家 ,掳捉男妇八十余口 ,耕牛一百余头 。又有 贼一阵掳劫上长龙乡耕牛三百余头 ,男妇子
女不知其数 。又据上犹县申 ,被横水等村 贼纠同逃民 ,四散虏劫人财。续据三门总甲萧俊
报 , 贼与逃民约有数百 ,在于地名梁滩虏牵人牛 。”[ 4] (P311-312)
在赣南南部的龙南 、信丰等县 ,族群冲突更为剧烈 。如正德年间 ,聚集在龙南县与广东惠
州府龙川县交界处的利头“贼”池仲容等 ,“始则占耕民田 ,后遂攻打郡县” 。[ 4](P367)在动乱过
程中 ,当地土著被迫武装自卫。试见下述记载:“杨伯禺页 、郑崇德 ,俱(龙南)横江堡人。正统十
三年(1448年),广寇蔡妙光率贼攻龙南。伯禺页 、崇德与刘兴 、徐龙四人倡义集兵 ,擒斩贼首以
献 ,复攻其党 ,遂平大乱。事闻 ,授伯禺页等安远大墩 、板石各处巡检 。伯禺页等锐志捍卫 ,竞没于
敌。 ……今车步王姓 ,伯禺页后世 。贼常愤伯禺页 ,声言欲灭其族 ,故改今姓。”“谢碧 ,(龙南)高砂
堡人。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岑贼李鉴入寇。碧集乡兵御之 , ……斩俘众多 ,大获功
赏。鉴怀仇 ,招纳亡叛 ,越二年 ,突围碧家 ,碧与战 ,被杀。族属死者三百余人 ,妻罗氏被掳死
节。”“陈仲昂 ,(安远县)伯洪堡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征杀池仲容等贼;嘉靖三十年(1551
年),奋激矢灭李鉴等贼 ,战而死。贼遂转掠其家 ,杀男妇三十余口。”“陈仲赞 ,仲昂之弟。 ……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逆贼赖清规肆劫 ,执赞胁从之 。赞大骂不屈 ,贼碎其首体 ,复杀其家
◆◆◆妾三十余人 ,焚毁舍宇殆尽 。四十五年(1566年),同知李多祚状申知府黄 ,御史吴百
朋匾旌之 ,时乡族已骇散 ,无遗类矣 。”[ 5] (P456-464)以上记载表明 ,在剧烈的族群冲突中 ,赣南
原有的土著宗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他们或被迫改名换姓 ,或逃散无遗。这不仅使正常的地方
社会秩序趋于解体 ,同时也意味着官方的控制体系面临全面崩溃 。
在闽粤移民较为集中而又远离行政中心的偏远山区 ,流民往往盘踞一地 ,不受官府约束 ,
俨然为一独立王国。其最著者 ,为正德六年(1511年)安插在安远黄乡堡一带的广东程乡“贼”
叶芳等辈。安远山高林密 ,人口稀少 ,本地土著势单力薄 ,[ 6] (P1173)且离府城赣州最为僻远 ,
历来为闽粤流寇啸聚出没之处 。据称:“古虔属邑 ,惟安远界闽广之会 ,万山纠盘 ,巢峒险阻 ,率
多不逞之夫啸聚其中 。明兴以前无论 ,自永乐历宏治年 ,贼邝子安 、黎仲瑞 、王齐壤 、高安 、陈玉
良 、张士锦(一作钟士锦)等先后据险谋乱 ,虽即勘定 ,遗孽复作。然叛据久远 ,官兵莫制 ,无如
叶贼甚者。”[ 7] (P831-835)此处“叶贼” ,即指盘踞安远 、黄乡等地的叶芳 。“黄乡 、双桥等堡地
方 ,离县二百余里 ,与广东平远 、和平 、龙川等处接壤 ,实为江广两省上游” ,[ 6](P1229)正德六年
(1511年),叶芳等众自广东程乡流入此地 ,旋被招抚 ,就地安插为新民。[ 6] (P586)然而 ,他们并
未真心向化 , “遂与其徒据险居之 ,其地违治三百里许 ,与双桥 、水源各堡唇齿附合 ,接连和平 、
龙川之贼穴 ,而声气倚然” 。[ 7](P831-835)后来 ,王阳明又曾用其众征剿桶冈 、利头贼及宁王宸
濠之乱 ,给之冠带以旌其功 , “用意羁縻” ,但叶芳等众却更加“骄横不受约束” 。[ 6] (P590)在黄
乡一带 ,叶芳与安远土著杜柏等积怨甚深 ,王阳明曾劝戒叶芳务要与土著和睦相处:“闻尔所居
之地 ,傍近各寨新民 ,虽云向化 ,其间尚多与尔为仇 ,尔宜高尔墙垣 ,严尔警备 ,以戒不虞。尔等
尝与杜柏 、孙洪舜等不和 ,各宜消释 ,讲信修睦 ,安集地方。”[ 4](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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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王阳明的劝解并未消解土客之间的族群矛盾 。嘉靖十四年(1535年),叶芳妻曾婆
总击败杜氏集团[ 6] (P589),遂使叶氏势力进一步膨胀 ,黄乡 、双桥等堡三百余里地方与人民尽
为其所控制[ 7] (P1001),以致“自黄乡以北十五堡 ,民知有叶酋而不知有官府” 。[ 6] (P1260)及至
叶芳之子叶楷 ,更加藐视官府 ,“雄睨七堡 ,莫谁何者”。[ 7] (P831-835)万历三年(1575年),叶氏
集团才被南赣巡抚江一麟剿平 。[ 7](P1001)由此可见 ,黄乡堡等地虽入官府版籍 ,然实则为“化





政意义之外 ,更是一套划分社会界线 、表明权利及身分的制度框架。[ 8] 里甲体制把明王朝的
统治疆域划分为两个社会 ,一个是纳入了王朝统治体系之内 、由国家的编户齐民(里甲良民)组
成的正统社会;另一个是王朝统治体系之外的 、由各类“无籍之徒”组成的异端社会 。[ 9] (P64)
刘志伟指出 ,在明代广东地区 ,这种“无籍之徒”大概包括两种人 ,一种是原为里甲编户 ,后因赋
役繁重而避役脱籍的“逋负之徒” ;另一种是一开始就未归附于里甲体制的“化外之民” ,即居住
在山林河海之间的“蛮夷” 。[ 9](P98-109)
明代赣南地区的闽粤流民与流寇 ,即为 “无籍之徒” ,其中包括避役逃亡的“逋负之徒”和
未受教化的“蛮夷”。不过 ,由于二者常常相互串结 ,一般难以划清界线 ,在此只能一并论述。
闽粤赣湘四省边区 ,历来是 (畲)、瑶 、苗等各种“蛮夷”十分活跃的地区。[ 10] (P97-106)
至明代依然如此 。正德十一年(1516年)荐举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治 (瑶)”的兵部尚书王
琼 ,在《南赣类序》中说:“江西之南 、赣 ,福建之汀 、漳 ,广东之韶州 ,湖广之郴桂 ,其间深山大谷 ,
绵亘数千里 , 、僮居焉 ,时出剽杀 ,民被惨害 。”[ 11](P1016)又如在闽西地区 ,明初政府视之为边
疆蛮夷之区 ,洪武八年(1375年)特设福建行都司于建宁 ,用以控御。[ 12] 明人郭造卿在防山寇
的建议中说:“夫山寇防 ,建 、邵 、延 、汀有守巡都司 ,守备足赖矣。 ……其(洪武)初定 ,先置上四
郡之卫 ,延(平)在内地 ,而建 、汀 、邵为边疆 , ……以行都司镇之 。”[ 13] 在述及闽 、粤 、赣交界地
区的“蛮夷”时 ,他又说:“ 人 ,楚 、粤为盛 ,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 人与虔 、汀 、潮 、循
(按:梅州)接壤错处 ,亦以盘 、蓝 、雷为姓 , ……明初设抚 土官 ,今抚绥之 。”嘉靖年间 ,闽西连
城 、上杭 、武平 、永定 、长汀等地“山贼” , 以出江西为“素心” ,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毗邻的赣南东
部诸县 。如俞大猷在《论早安抚使贼不出》中指出:“(贼)平日声说 ,若官兵征我 ,我必突出江
西 ,受招然回巢 。出江西是贼素心 ,受招亦贼素心 。 ……武平之岩前 、象洞 、黎畲 、金鸡岭 ,及上
杭 、长汀二县各地方 ,乃贼出必由之路。舍此二县之路 ,不能飞出江西 ,此则漳南道及三县官般
守备之责 ,尤宜令其屯兵堵截。”[ 14](P202)以上论述虽不足以说明明代流入赣南东部诸县的闽
籍流民 、流寇都是“蛮夷”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流民的“蛮夷”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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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东地区 ,潮州府与惠州府的大部分县 ,向为“畲”(或“ ”)、“ (瑶)”分布集中的地
区。①明代粤东北程乡 、兴宁等县北部大帽山一带的“ ” 、“ (瑶)” ,一直很活跃 。嘉靖年间
的广东名士黄佐称:“志云:弘治十六年(1503年),惠州大帽山寇起 。大帽山本名大望山 ,在兴
宁北九十里 。 寇彭锦等据上 、下 。”[ 15] (P445)咸丰《兴宁县志》载 , “弘治十六年癸亥 ,流
瑶作乱” ,其首领彭锦 、刘文王等“据大望山(一作大帽山),流劫大信 ,宝龙等处” 。[ 16] (P162)由
此看来 ,时人对“ ” 、“瑶”等“蛮夷”的分辨并不清楚。
大帽山一带的 、 (瑶)时常流入邻近的赣南安远 、长宁 、信丰 、龙南 、会昌等县。早在弘
治三年(1490年),“程乡贼彭锦纠(龙南)邑贼黄秀琦攻信丰 ,大掠境内”。[ 6] (P585)弘治以后 ,
此处“山贼”仍屡屡流入赣南东南部 。正德三年(1508年),“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 ,扰赣州
境。[ 6] (P585)同年 ,“程乡贼钟仕高 、陈玉良等出劫安远 、信丰 ,参议俞谏计擒诸贼 ,平之” 。[ 5]
(P636)正德六年(1511年),“程乡贼钟仕锦攻劫附近乡邑 ,都御史周南招降贼首何积玉及余党
千余人 ,擒仕锦 ,戮之 ,安插朱贵等三百余人于羊角水。后积玉复叛 ,知县蔡夔督民兵格杀之 ,
安插余党叶芳等于(安远)黄乡堡为新民” 。[ 6] (P586)正德七年(1512 年),大帽山贼首张番四
仔 、钟总 、刘隆 、黄镛等聚徒数千 ,攻陷石城 、万安诸县。南赣巡抚周南率兵讨平之 ,俘获贼属 、
夺回良善甚众。[ 6] (P586)这些事件表明 ,明代流入赣南东部及南部地区的粤籍流民或流寇 ,都
有“ ” 、“ ”等“蛮夷”族群背景。
毗邻赣南地区的粤北及湖广郴桂地区 ,历来为“ ” 、“瑶”(或“徭” 、“ ”)、“苗”混居之地 ,
其族群构成更为复杂 。万历《郴州志》卷十四《兵戎志》记载:“郴当楚之僻也 ,邃洞深谷 ,徭 、苗
杂处 ,且地界于吉(安)、赣(州)、南(安)、韶(州)诸郡 ,险阻啸聚无赖者从而和之 ,动辄难制 。”又
同书卷二十《祥异纪》记载:“正德戊辰(1508年)冬十一月 , (郴)州有鸟蔽天 ,声如雷 ,苗寇作
乱 ,陷永兴 、兴宁城;丁丑(1517年)复勾连宜章县莽山 、西山笠头等峒贼首龚福全 、李斌 、梁柏 ,
桂阳县延寿等峒贼首高仲明 ,大肆猖獗 ,劫掠州县。”前文提到的流聚赣南西部上犹县的“
贼” ,与粤北及湖广郴桂等地的苗 、瑶等“峒寇”有密切联系。如王阳明在《议夹剿兵粮疏》中说:
“议照湖广郴桂等处所属地方 ,与广东乐昌 、江西上犹等处县瑶贼密尔(迩)联络 。” [ 4](P325)
由此可见 ,在时人笔下 ,赣南西部的广东 、湖广流寇既可称之为“瑶贼” ,亦可称之为“
贼” 。这不仅是因为此类“蛮夷”族群客观上难以辨识 ,更重要的是 , “蛮夷”之间相互串结 ,密不
可分 。万历《重修南安府志》卷十《建置志》 ,在述及上犹 、南康一带的流寇时 ,对此作了如下说
明:“横水虽属上犹 ,然去治二百余里 ,路极险 。左溪近南康之远乡 ,桶冈近桂阳 ,茶 当桶冈之
中 ,南连仁化 、乐昌 ,北接龙泉 、万安 ,西通桂阳 、桂东 。其渠首横水则谢志山(一作珊),桶冈钟
明贵 ,茶 蓝天凤 ,南源陈日能 ,北乡唐洪钧。于时岭外有高快马 、池仲容 、李斌等寇 ,湖南有鱼
黄 、神仙 、老虎等巢 ,皆与左溪等相煽会。王文成诗所谓`广 ' 、̀ 湖寇' 者是也 ,而郡人总斥之
曰` ' 。”可见 ,赣南西部的“ 贼”主要由“广 ”和“湖寇”构成。此外 ,当中还包括部分赣中 、
甚至本境的“无籍者” 。如王阳明指出:“吉安府龙泉 、万安 、泰和三县 ,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
县居民无籍者 ,往往携带妻女 ,入 为盗 。”[ 4](P54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闽粤流民流寇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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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畲”为正字 ,意为刀耕火种 , 最早源于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 , 盛行于闽西;“ ”为粤东俗字 ,意为在
山间搭棚居住 ,与“畲”土音并读斜(qiǎ),正音并读 shē ,与“畲”可混用 , 即畲 , 但一般闽西多用畲 , 粤东多用
。参见练铭志《试论粤东历史上的畲族和瑶族》 ,刊于《民族研究》1998 年第 5 期 ,第 97—106 页。
构成的复杂性。
在闽粤流民 、流寇中 ,无论是“逋负之徒” ,还是“化外之民” ,其社会身分都属于“无籍之
民” ,生活在国家里甲体制之外的边缘社会之中。他们不用纳粮当差 ,但也不享有财产 、人身及
入学 、考试等一系列合法权利 ,因而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之中 ,更无法晋身上流社会 。
这种不利的社会处境 ,常常使他们遭受排挤 、压制和迫害 ,以致与里甲良民乃至官府处于对峙 、
冲突的状态。他们在官方文献中往往被斥为“广贼” 、“广寇” 、“岭寇” 、“闽贼” 、“闽寇” 、“闽广流
寇” 、“汀漳盗” 、“程乡贼” 、“ 贼” 、“ ” 、“瑶贼” 、“苗寇” 、“峒寇” 、“峒蛮”等 ,而在实际上 ,这
些闽粤流民流寇一般都是携带家口及农具等什物脱离原籍 、流入赣南的移民。[ 1] (P18-19)
另一方面 ,在“蛮夷”族群与里甲良民之间 ,各有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方式 。上文中提到的
民 ,一般在山间搭棚居住 ,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如嘉靖《崇义县志》中的《风俗》卷载曰:“ 人
附居 ,刀耕火种 ,猎射为食 。”而嘉靖《惠州府志》卷 14《外志·徭蛋》则更具体地谈到粤东“ 徭”
的生活习俗:“徭 ,其在惠者……椎结跣足 ,随山散处 ,刀耕火种 ,采实猎毛 ,食尽一山则他走。”




活 、生产资源的争夺 。闽粤流民主要流聚在赣南西部 、南部及东部的偏僻山区 ,生存环境较恶
劣 ,生存资源十分有限。明中叶以前 ,适合于山区种植的玉米和蕃薯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尚未
传入赣南山区。[ 17](P80)他们只能种植一些土生土长的山区低产旱作物维生。如在西部上犹
等县横水 、桶冈等“号令不及 ,人迹罕到”之地 ,原系广东流来的“ 贼” ,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
安插于此 ,“不过砍山耕活” ,在深山中种植低产的旱稻和蓣薯为食。[ 4] (P350)王阳明在《横水
桶冈捷音疏》中说:“臣复议得桶冈天险 ,四面青壁万仞 ,中盘百余里 ,连峰参天 ,深林绝谷 ,不睹
日月。中所产旱谷 、薯蓣之类 ,足饷凶岁。”①不过 , “ 贼”在此插居之后 , “年深日久 ,生长日
蕃 ,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 ,田地被其占据” ,甚至“始渐虏掠乡村 ,后乃攻劫郡县”。[ 4](P350)





现之一 ,就是加速了里甲组织的解体。如前文所述 ,流聚在赣南的闽粤移民 ,或占耕里甲税田 ,
或盗掠人口财畜 ,甚至攻劫郡县 ,不仅直接导致了移民与土著之间的正面冲突 ,而且冲击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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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阳明全集》卷 10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46 页。“薯蓣”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作物。 同治
《赣州府志》卷 21 ,《物产》中载曰:“ , 一作蓣 , 唐代宗名预 , 避讳改为薯;宋英宗名署 , 又改为山药。” 而且 , 薯
蓣常为山区 (畲)人所种植 , 以食粮。 如周硕勋《潮州府志》卷 12 , 《风俗》载:“近山之民 , 辄种薯芋 , 名曰开
。 ……揭扬 户岩居 ,刀耕火种。”张景祁《福安县志》卷 7 ,《物产》载:“畲者悉种薯蓣以粒食。”
坏了里甲赋役制度 ,使里甲编户无法承担赋役等国家义务 ,不得不逃为流民 ,或投为寇盗 。嘉
靖四十年(1561年)任南赣巡抚的陆稳奏云:“臣据南安府四县里老呈称 ,南安僻居江西之穷
源 ,路当岭表之首地 ,所辖四县共止六十里 ,总计一府四县之粮 ,不及外府一县之数 , ……兼之
十年之内 ,遭巢贼之抢者八 ,值水旱之灾者二 ,百姓之荼毒于寇盗 、颠危于兵者 ,不胜其苦 ,而不
获宽恤之惠 ,是驱之为盗也。 ……臣又据赣州府十县里老呈称 ,赣州封疆多邻闽广 ,山贼之出
没靡常 ,巢寇之盘据日久 ,一啸聚于乡落 ,则妻子半为虏掠 ,田圃尽见荒芜 , ……而官府催之(里
甲户)尤急 。”[ 11](P3329)
里甲税田的丧失和里甲户口的逃亡 ,直接导致里甲组织的解体 。如族群冲突剧烈的西部
南康县 ,原先编有五乡七十二都 ,宣德以后节次并减 ,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仅存五乡三
十一里 。[ 18](P743-746)此种情况在赣南各县颇为普遍 ,如于都县 , “国初尚有东西八厢坊 ,编
户三十里 ,至正统间则存七坊厢 ,一十七里 ,今(弘治)则坊厢减三里而又减六 ,民之衰耗一至于
此” 。[ 19] (P836)“正德以后 ,凋弊益甚 ,或产去粮存 ,或户存人绝” 。[ 19] (P881)兴国县里甲残破
的现象更为严重 ,嘉靖年间海瑞在《兴国八议》中指出:“卑职自到任至今 ,县民每告称近日赋役
日增 ,民多逃窜 , ……查户口则名虽五十七里 ,实则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前犹四
十四里 ,今止三十四里。卑职到任后 ,极力招徕 ,今亦止得四十里 。其间半里一分二三分 ,里分
尚多 。通十排年计之 ,该五百七十人 ,今止有四百三十二人 。其间排年计之 ,该五百七十人 ,今
止有四百三十二人。其间有有里长而全无甲首者 ,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户 、户止一二人者 。以
故去县二十里 ,行二十里三十里 ,寥寥星居 ,不及十余家 。”[ 11](P3263)
里甲的解体 ,一方面意味着官方控制的基层组织遭受破坏和削弱 ,另一方面意味着地方政
府的赋役财政来源大量流失。在此情况下 ,赣南地方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削弱 ,以致难以
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 。尤其是偏远地区更是鞭长莫及 。嘉靖年间 ,南康名士刘昭文论曰:“文
既志里籍 ,因忆旧闻 ,未尝不掩卷三叹也 。嗟乎 !何顺化乡之人之不幸也 ? 芙蓉 、灵异 、鹿鸣 、
崇教之四乡者 ,道里物情不甚悬绝 ,惟顺化去县最远 ,山谷深杳 ,甚至有二百里而遥。彼既溺于
所安 ,而自幸其官府之远也 ,遂养其骄肆 ,往往拒捕避役。虽赋税之常 ,非有司亲临其地 ,委曲
引诱 ,则不能有济。以故俾有司缓期失事 ,获戾于当道 ,而其乡之粮里 ,亦往往为其乡人赔 、挪
移 ,倾废产业。盖积习之弊。非一朝夕 ,而上下交病 ,其何以处之 ?议之论顺化一乡十有七里 ,
邑之粮赋 ,彼居其半有奇 ,宜白于当道 ,请之于朝 ,即其地添县建馆 ,庶几法制以近之 ,文教以兴
之 ,或其人易治乎? 但本县里分不多 ,如分割则丁粮去半 ,徭役益重 ,是立县之议实难行矣 。无
已则古人所谓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本县庠士并入郡庠及崇义者二百人有奇 ,然皆三里
之城之产也。顺化十有七里之广 ,曾不二三人焉 。此岂天之降才尔殊哉?”[ 18](P747-750)在这
里 ,官方对里甲赋役的控制及地方教化都深感力不从心 ,以致试图设县分治 。然而 ,顺化乡民




体 ,削弱了官方的社会控制力 ,使统治秩序日趋瓦解。需要指出的是 ,弘治年间 ,这一严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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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已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 。弘治八年(1495年),明政府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 ,招抚 、安辑
闽粤流民流寇。尤其是至正德年间 ,王阳明就任南赣巡抚后 ,全面整顿地方军事 ,大举实施军
事征剿 ,并通过增设新县 、推行十家牌法和南赣乡约等一系列行政及教化措施 ,有效地控制了
“寇乱”的发展 ,尤其是对西部地区流民 、流寇的剿抚 、安置 、教化最为成功。嘉靖至万历初年的
历任南赣巡抚 ,借鉴王阳明的治理模式 ,又成功地实施南部和东南部“寇乱”中心地区的秩序重
建。至此 ,大量流聚在赣南的闽粤流民和流寇 ,终于借着官方的招抚安插 、编户入籍 、设治教化
等途径 ,逐渐趋于定居化 ,成为当地合法的社会成员 。万历至天启年间 ,赣南地方社会进入一
个移民与土著相互磨合和地方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 。这样 ,具有“蛮夷”族群背景的闽粤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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